
财政压力与地方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所得税分享改革的政策实验**

陈思霞 许文立 张领祎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2002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构造了强度类DID模型,借助所得税

分税关系调整的外生冲击测度财政压力变化,并使用来自城市一级的卫星灯光数据,实

证检验了财政压力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压力显著提高了地区灯

光亮度。研究还发现:第一,在财政转移支付净流入地区,财政压力的经济激励效应并不

显著;第二,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房地产等地方高税行业的发展,而这种趋

向于单一化的发展模式,可能会降低地方经济增长多样性,增加宏观经济风险;第三,所

得税分享改革形成的财政压力,约束了地方政府过度的支出竞争,但以土地收入为资金

支持开展的税收竞争仍普遍存在。本文的研究在支出分权和决策分权之外,为中国式分

权解释地方经济增长奇迹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也为更加全面理解分税制度下地方政府的

经济增长激励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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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财政分权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许多文献围绕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了研

究。Davoodi和Zou(1998)利用跨国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

长的负向影响归结为支出结构性偏差以及支出缺乏回应性。此后,许多国内外研究都通过寻找更加

精准的传导机制,解释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沈坤荣、付文林,2005;张晏、龚六堂,

2005;王文剑、覃成林,2008;方红生、张军,2014)。这些文献认为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增长存在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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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研究指出,在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下,地方政府有激励运用补贴、减税等公共政策手段帮助企

业提高生产效率,形成微观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基础。另一方面,政治晋升激励的相关文献也提供了分

权制度下地方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即,地方官员具备“向上”晋升的政治动力,而同级地方政府间存在显

著的横向经济竞争,分权赋予了地方官员较为自主的经济事务决策权和行政决策权,因此他们有动力在

其可掌握的资源范围内,将增加的财政收入更多地转向提供资本性的、有利于获取GDP竞争优势的经济

性公共物品的供给,从而在短期内创造可观的经济增长绩效(傅勇,2010;尹恒、朱虹,2011)。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式财政分权鲜明的特征是财政支出分权伴随着税收收入的上

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2002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中央政府对税收收入的纵向分配关系进

行了调整,分别将75%的增值税收入和60%的所得税收入划归中央,实现了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

财政收入中的主导地位。然而,地方支出责任与收入不匹配形成了较大的财力缺口,在这种财政

压力下,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干预的行为决策相机改变,但既有文献还没有对财政压力对经济增

长的激励效应评估做出充分研究。
当地方政府面临实际的财政压力约束时,其行为决策回应可能包括:一方面,在培育预算内财

源时,倾向支持地方税源重点企业,扶持金融、房产、建筑等地方高税行业进而带动经济增长(Han
和Kung,2015);另一方面,在培育预算外财源时,地方政府通过绕过预算内约束规制,出让以土地

为主的公共资源产品来获取其他财政性收入弥补财力缺口(梁若冰,2009),这一行为导致地价成

本抬升以及房价上涨,构成了地方GDP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财政压力下地方经济增长的效应评估,也有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文献认为,当中央政

府提高税收分成的占比时,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净收益下降,因此财政压力会某种程度上抑制地方政府

间过度的横向竞争,而不是新财政集权理论提出的“压力加剧竞争、竞争带来援助”的情形。如果该假

设成立,则与上述“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决策”的研究结论存在显著不同(Oates,1993;范子英、
张军,2010;谢贞发、范子英,2015)。也有文献提出,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引导”性改变经济增长模式

可能不具有可持续性。有些认为,如果压力型财政激励造成地方政府过度依赖房产及其关联行业,较
为单一的增长模式可能并非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Du,Lu和Tao,2015)。

本文主要工作和贡献有:第一,研究中国式分权下形成的财政压力对地方经济增长有无影响

以及影响方向。评估这一关系,有利于更好地结合中国财政分权制度的实际特征,探析中国经济

增长的现实基础,对既有文献形成有益的补充。第二,验证压力式财政激励效应的作用机制,包括

地方差异化的产业选择策略和政府间横向竞争变化。第三,在技术方法和数据上同样也做出了推

进。一是借助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作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变化的外生冲击事件,通过构建“类
政策实验”的强度DID(Difference-in-Differences)模型,近似度量了所得税纵向税权分配变化造成

的地方财政压力的改变,将既有文献关注不够的内生性处理工作往前推进。二是采用1997-2012
年的城市卫星灯光数据作为衡量GDP的指标,从而更好地解决各地方在统计GDP数据过程中瞒

报、注水等测量偏误。除了引言和文献综述,本文后续架构是: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第三部分是指标、数据与实证策略;第四部分为实证解读;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1994年开启的分税制改革将工商税划分为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规定增值税的75%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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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税的100%归中央政府。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开始稳步上升:1994年之前的中央财政收入不到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50%,而1994年之后的中央财政收入快速超过地方财政收入。2002年启动

的所得税分享改革被视为又一重要的税收收入上收过程。改革之前,所得税根据企业隶属关系来

划分税收归属;所得税分享改革后便不再区分企业隶属关系,地方政府留存所得税收入的50%(从

2003年起下降为40%),其余的税收收入归属中央。① 此次税制改革又一次提高了中央收入分配

占比。统计分析表明,1994年中央本级收入对地方本级收入占比从改革前不到50%迅速上升到

1.26,2001年略下降至1.09,而2002后快速提高至1.22;2004年后该比例略有下降,此后该比例

一直维持在1.10左右。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稳步上升。2000年之前,中央财政支出与

地方财政支出之比大约为0.4~0.5之间;2000年之后,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之比逐步下

滑,至2010年中央财政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只有21%左右。
新财政集权理论为财政压力的激励效应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在财政压力的激励下,面对

收紧的财政预算内约束,地方政府会更加支持地方独享税源相关的产业。因此,地方政府可能通

过税收优惠、收费减免、财政补贴等方式“援助”地方高税行业发展(Xu,2011;龙小宁等,2014)。本

文统计发现,2003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之后,包括房地产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营业税源的相关

产业增加值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快速增长。②

从其他财政性收入分析,当地方政府面对缩紧的预算内规制约束时,会转向买卖辖区内公共

资源(最为典型的是土地资产)去获取足够多的财政收入,通过更多以及高价出让土地的方式,为
积累工业化资本及辖区间“蒂伯特竞争”提供资金援助,以支撑本地基础设施建设并吸引制造业相

关生产要素流入(方红生、张军,2014;陈思霞、陈志勇,2015)。本文统计发现,2002-2003年,全国

土地出让收入迅速上升,2003年全国土地收入增长率高达123%,此后逐年保持稳定。③ 因此,财
政压力激励地方政府更多地出售掌握的公共资源扩充财政性资金,从而保障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关

联性产业发展能得到支持。
然而,财政压力的激励效应依赖于两个前提:第一,地方税收入上收之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是否真实扩大。所得税分享改革带给地方政府财力结构的变化是,地方政府逐步从财力自给转向

依靠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④ 考虑财政转移支付后,地方财政压力的激励效应是否还成立是

需要验证的。第二,同级政府间横向经济竞争究竟会因财政压力的变化增强还是减弱。新财政集

权认为,在给定资本要素流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垄断的三个重要

条件下,财政压力带来的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援助之手(陶然等,2009;Zhang,2012)。而传统

财政集权理论则表明,如果其他政府收入保持不变,地方税收分成比例的下降会导致地方政府支

出竞争(或税收竞争)的净收益下降(吕冰洋,2009),⑤地方政府低均衡水平的无效率竞争某种程度

会得到局部纠正;通过中央政府对区位黏度低的税基做出统一征管,有利于克服低水平的无效竞

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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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改革实施的是增量收入的分配改革形式,因此2001年地方政府大多提高了所得税收入基数。所有数据均由作者手工整

理得到,相关图表读者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
相关图表读者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
相关图表读者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
《国务院关于印发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01〕37号)指出,“中央财政因所得税分享改革增加的收入,

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采用规范的方法进行分配,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实行转移支付”。
地方政府以更少的收入分成去支撑支出竞争或者经济竞争成本,所面临的财政风险就会更高。



(二)理论分析

本部分我们主要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讨论财政压力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1.家庭行为决策

本文基于Barro(1990)、Barro和Sala-I-Martin(1992)的政府与增长模型,扩展Adam和Bevan
(2005)的财政赤字与增长模型。假设政府对产出征收线性税收,且更高层级政府会给予本级政府

一定比例的财政转移支付。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对产出具有溢出效应。政府在每一个预算周期

内不遵循预算平衡(即,政府可以出现财政赤字)。地方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来源是:一是债

务发行收入;二是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非税收入。
在一个分散化决策的经济环境中,家庭存续两期,且无弹性地供给一单位劳动。假定人口规

模不变,即Lt=L=1。家庭的效用来自于两期的消费决策,效用函数为对数形式U=blnCt+(1-
b)lnCt+1,Ct 和Ct+1分别表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消费量,b表示偏好参数。①

2.厂商行为决策

假设存在一个代表性企业,企业投入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政府公共产品对企业生产产生溢

出效应,参考Adam和Bevan(2005),生产函数形式设为:

Yt = (AtKt)αG1-α
t (1)

其中,Yt 表示代表性厂商的产出;②Kt 表示厂商投入的资本要素;At 为生产技术。
代表性厂商支付资本利息,资本利息率为rt,还需要支付劳动价格wt。③ 进一步假设政府向

厂商征收一个税率为τt 的产出税,那么,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得到一阶条件为:

rt = (1-τt)αAα
tKα-1

t G1-α
t (2)

根据欧拉定理可知:

wt = (1-τt)(1-α)Yt (3)

假设投资与资本存量之间的关系为:

Kt

It
=ϕt (4)

3.政府行为决策

根据Barro(1990)、Barro和Sala-I-Martin(1992)以及Acemoglu(2009),假设政府支出与经济

产出的关系为ω=Gt/Yt。该层级政府会收到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假
设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产出也呈线性关系,即Tt=φtYt,φt<0,即经济发达地区是转移支付净流

出地。④

地方政府允许出现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代表地区承担的财政压力。假定财政赤字主要依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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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形式的效用函数只是一种简化形式。这种形式的好处在于,如果税后工资为w,那么,第一期消费为bw,第二期消

费为(1-b)w,这将简化本文后面的分析过程。
在产出表达式中,我们假设地方经济总量是地方税基,简化共享税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生产函数中隐含着劳动投入,只是将劳动供给标准化为1,且在经济均衡中,劳动需求与劳动供给相

等,因此,生产函数中省略了劳动投入要素。
根据尹恒和朱虹(2011)、贾晓俊和岳希明(2012)的研究,财政转移支付都存在一定的“亲富”或“亲贫”特征。根据财力性

转移支付的特点,在此我们将其设置为负向关系。



行债券和非税收入弥补:政府发行短期债券,即在第t期初政府有到期债券Dt,且新发债券Dt+1在

第t+1期初到期。在第t期,政府要支付债务余额的利息,利率为rdt。① 根据 Adam和Bevan

(2005),期末政府债券与经济产出仍呈线性关系,即Dt+1

Yt
=dt+1。政府还会利用预算外收入ARt 来

弥补财政赤字,假设政府预算外收入与经济产出比率为θt。
地方政府赤字为:

πtYt =ARt+(Dt+1-Dt) (5)

其中,πt 为第t期赤字-产出比率。
则政府预算约束为:

Dt·(1+rdt)= (τYt+Tt+ARt+Dt+1-Gt) (6)

公式(6)左边表示地方政府在第t期的债务还本付息额,这里看做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公式右

边为地方政府当期的收入扣除一般公共支出。其中Yt 表示地方税源相关产业总产出,Tt 表示财

政转移支付,ARt 表示预算外收入,Dt+1表示新发行的政府债务,Gt 表示财政支出。
从政府预算约束公式(6)中可以看出,当Tt、ARt、Dt+1以及Gt 保持不变时,由于税率由上级政

府确定,财政压力的增长会激励地方政府扩大地方税源产出Yt 来缓解财政压力。由此得到命

题1:
命题1: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基于扩大税基的目标,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选择支持地方税源产

业发展。
如果当Tt、τYt、Dt+1以及财政支出Gt 保持不变时,财政压力增长会激励地方政府增加预算外

收入ARt 来缓解财政压力。由此得到命题2:
命题2: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选择扩大预算外收入。
将公式(6)变换成相对于产出的比率约束:

(1+rdt)
(1+gt)

dt =τ+φt+θt+dt+1-ωt (7)

其中,gt 表示产出增长率。不难发现,财政压力与财政转移支付比例、非税收入比例、新发债

券比例以及公共支出相对规模有关。

4.均衡值求解

由家庭的效用函数可知,家庭在第t期的储蓄为:

St = (1-b)wt (8)

家庭的储蓄主要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投资,另一种是购买政府债券。则:

St = (1-b)wt =It+1+Dt+1 (9)

由此,结合公式(4)和(9)得到资本存量为:

Kt+1 =ϕt[(1-b)wt-Dt+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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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政府债务对经济的发展影响机制来看,政府发债行为既会通过债券销售获得财政收入,而从收入端影响政府行为进而

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又会通过债务还本付息,从支出端影响政府行为,进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



将公式(10)代入生产函数(1)中,得到产出增长率为:

gt+1 =Yt+1

Yt
-1=

{Atϕt[(1-b)wt-Dt+1]}αG1-α
t

Yt
-1 (11)

将公式(3)和(7)代入上式中,得到下式:

gt+1 = Atϕt (1-b)(1-α)(1-τt)-(ωt-τt-θt-φt)+
(1-rdt

)
(1+gt)

dt
é

ë
êê

ù

û
úú{ }

α

ω1-α
t -1

(12)

公式(12)表示地方经济增长率由生产率At、折旧率ϕt、财政收支系数(ωt、θt、φt)以及财政压力

(政府债务)系数dt 决定。由公式(12)不难发现,当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大时(即,政府承担债务系

数dt 越高),地区经济增长率越快,由此得出命题3:
命题3: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大,地区经济增长率也

越高。

三、指标、数据与实证策略

本文主要检验财政压力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激励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在技术方法上,本文借助

所得税分享改革来描述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受到的外生冲击,构建“类政策实验”的强度DID模型进

行实证研究。这不仅有利于克服使用宏观数据构建财政压力指标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也有利于更

精确地反映中国分税制度改革的实际增长效应。
(一)城市经济绩效

本文核心指标是刻画城市一级的经济绩效和财政压力。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十分丰富,包括

经济增长率、人均GDP和人均GDP增长率等。然而,这些指标多是主观统计的结果,可能面临测

量偏误和人为主观调整等弊端。因此,本文除了使用人均GDP指标外,还采用了卫星采集的城市

夜间灯光亮度数据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近些年来,地区灯光亮度作为度量地区经济发展的

有效指标已经被广泛采用(Henderson,Storeygard和 Weil,2012;Hodler和Raschky,2014;徐康

宁等,2015;范子英等,2016)。本文基于美国国防气象卫星搭载的业务型线扫描传感器(DMSP/

OLS)获取的夜间灯光影像,提取2000-2012年中国城市灯光总强度数据,并基于此来度量城市

发展状况。长时间序列的DMSP/OLS夜间灯光影像数据集在校正过程中需要解决两个难题:第
一,原始影像数据集中的影像是非连续性的;第二,影像中表征灯光强度的像元亮度值存在饱和现

象。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基于一种不变目标区域法的影像校正方法,对提取出来的每一期区域夜

间灯光影像进行校正,该方法被广泛用于长时间序列夜间灯光影像数据集的校正处理(Wu,He,

Peng,Li和Zhong,2013;曹子阳等,2015)。我们将使用影像校正方法后的夜间灯光数据进行

实证。①

(二)所得税实际损失率

财政压力采用所得税实际损失率进行测度。所得税分享改革于2002年开始在全国层面统一

推行,实施的是增量分成改革模式,中央政府在维持地方政府既有所得税基数不变的基础上,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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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的影像校正思路可直接向作者索取。



增量收入部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2002年实施五五收入分成,2003年推进到收入六四分成。其

中“基数”的确定是用2001年地方实际得到的企业所得税总额减去假定2001年就实行了五五分成

地方分得的所得税份额得出一个固定数,2002年后中央每年再以这个固定数向地方进行返还。然

而,自2001年9月份地方获知所得税征管将要改革的消息后,各省的地方企业所得税增长率直线

上升,因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基数”的确定方式是承认地方2001年1~9月的正常增长率,以

2000年度的所得税总额乘以正常增长率得到2001年的返还基数。
所得税实际损失率的构建方式是:首先,假设地方政府留存的税收收入总和为(所得税收入+

其他税收收入),因此分税后地方政府留存的所得税收入为(总税收收入-其他税收收入),将(总
税收收入-其他税收收入)除以40%,得到分税前产生于各地方的所得税总收入;其次,由于在所

得税分享改革前,所得税收入归地方独享,而分税后中央政府享受所得税收入的60%,因此相对分

税改革之前,分税改革带来的地方所得税收入损失为(地方税收收入-其他税收收入)×64
;最后,

由于所得税分享改革为增量分成,即中央政府需要保证地方政府在改革前的所得税收入不受“侵
蚀”,因此会对所得税收入基数进行返还。地方所得税收入实际损失则为[(地方税收收入-其他

税收收入)×(60%/40%)-所得税返还基数],所得税收入实际损失率见式(13):①

地方所得税收入实际损失率

=
(地方税收收入-其他税收收入)×64-所得税返还基数

(地方税收收入-其他税收收入)×64+地方税收收入-所得税返还基数

=1.5-返还基数/地方税收收入-1.5×(其他税收收入/地方税收收入)
2.5-返还基数/地方税收收入-1.5×(其他税收收入/地方税收收入) (13)

我们分地区统计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后地方所得税收入的实际损失率。结论表明:东部地市在

这次改革后所得税收入的损失程度最大,平均来说,浙江、江苏、福建和山东四个省所辖的地市的

所得税收入实际损失率居前;中部地区所得税收入实际损失率居中,除湖北和安徽两省所辖地市

的所得税收入实际损失率偏低,其余地市所得税收入实际损失率基本保持在5%;西部地区地市所

得税损失率最小,西部大部分地市所得税收入实际损失率都在3%以下,为所得税分享改革中财政

转移支付补贴的目标对象。②

(三)强度DID相关指标

地方所得税收入损失率可能内生于城市发展水平,并且使用分税改革后实际税收损失率会导

致无法识别所得税分享改革前后的财政压力的变化。从公式(13)中不难发现,决定所得税收入实

际损失率有两个关键变量:“基数/地方税收收入”和“除所得税外其他税收收入/地方税收收入”。
由于返还基数是相对固定的,因此,地方所得税收入损失造成的财政压力与地方财政对所得税收

入的依赖程度(即,所得税收入/地方税收收入)是密切相关的。地方税收对所得税依赖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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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其中,地方税收收入、所得税收入均来自《全国地市县统计资料》《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根据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实际

状况,基数的计算采用2000年所得税总额乘以1998-2000年三年平均的正常增长率进行替代。所得税增长率的计算是使用

1998-2000年的几何平均增长率计算得到。因为无法获得2001年各地市1~9月的所得税收入增长率,因此采用该办法进行近

似替代。
由于版面限制,绘制表格没有汇报,有需要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直接索取。



所得税分享改革造成的财政压力越大。①

强度DID是一种类似于双重差分模型的计量回归方式。在双重差分模型中,根据是否接受实

验,样本被划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然而,在所得税分享改革中,所有观测到的样本都受到了

“突然”的分税冲击,导致我们无法必然划分“实验组”和“对照组”。强度DID模型使用“受到改革

冲击的程度”作为划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依据,在使用强度DID模型时,实验组和对照组是“相对”
而非“绝对”的。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刻画了在所得税分享改革中反映财政压力变化的强度类指标,具体做法

是:我们测度了改革前1998-2000年各地市三年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结构平均值,②以此刻画不

同地市可能受到所得税分享改革冲击的大小。该比例越大说明地方财政收入对所得税收入的依

赖程度越强,而地方受到改革影响产生的财政压力越大。我们依次统计分析了所得税依赖程度的

年度动态变化趋势,以及按照改革前所得税依赖程度进行四分位分组,观察所得税依赖度高的地

区是否在分税改革之后来自所得税贡献率会更快地减少。结果分别见图1和表1。

图1 所得税分享后税收实际损失率与所得税依赖度关系图

图1显示了自2002年分税改革后,全国的税收损失率与所得税依赖度关系图。结论显示:首
先,自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之后,地方政府来源于所得税收入的贡献显著下降,平均而言,各地

市因所得税分享而承受的财政压力是存在的。其次,所得税收入实际损失率与所得税依赖程度保

持了大致相同的动态趋势,当所得税依赖程度较低时,所得税收入实际损失率降低;而当所得税依

赖程度较高时,所得税收入实际损失率提高。最后,从增长幅度上看,所得税依赖程度一个单位的

变化会引起所得税收入实际损失率大于一个单位的变化。
为了进一步验证所得税依赖程度与所得税收入实际损失率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按照分税前

所得税平均依赖度进行了四分位分组,考察是否所得税依赖度更大的地市在分税改革后所得税贡

献率③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降,具体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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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A区的分税前所得税依赖度为50%,B区的分税前所得税依赖度为10%;那么,改革造成的 A区税收损失率为

30%,B区税收损失率为6%,A区因损失所得税收入承受的财政压力应大于B区。
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减少双向因果带来的估计偏误,二是考虑到税制结构一般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并没有采用2001

年相关数值,因为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是增量分成的,所以地方政府大多都在2001年提高了所得税收入,造成加入2001年的所

得税依赖度进行比较有失真的风险。
这里的贡献率也即(所得税收入/税收总收入)。



  表1 所得税税收收贡献度分位组变化 单位:%

贡献率变化分位组 0~25分位 25~50分位 50~75分位 75~100分位

2001 10.90 7.85 8.11 7.91

2002 2.42 -2.65 -4.92 -8.45

2003 0.54 -5.02 -7.89 -12.02

2004 1.49 -4.18 -6.98 -10.93

2005 2.14 -3.97 -6.29 -11.35

2006 2.70 -3.58 -6.18 -11.19

2007 3.23 -3.00 -5.26 -10.16

2008 3.33 -2.70 -4.91 -10.53

2009 2.28 -3.39 -6.28 -12.02

2010 2.57 -2.92 -5.98 -10.90

2011 3.39 -2.41 -5.19 -10.53

2012 2.56 -3.03 -6.65 -11.78

表1中的列2-列5显示的是各年度所得税贡献度相对于改革前三年所得税贡献度的变化。
从表1不难看出,分税前所得税占比较低的地区,分税改革后税收收入中来源于所得税收入的比

例反而有所提高;而随着所得税占比值的不断提高,分税改革后税收收入中来源于所得税收入的

贡献度下降显著。所得税分享改革给地方财力带来的冲击是比较明显的。①

(四)其他变量

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和人口密度、固定资产投资率(固定资产额占GDP的比重)、
消费率(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政府规模(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和产业结构(二
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五)实证策略

本文研究设定的计量模型见公式(14):

lightit(pergdpit)=α0+α1Dt+α2Dt·Dgroup +αk·xitk +αi+yeart+θp·yeart+εit (14)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或者是地区夜间灯光亮度。② Dt 代表所得税分享改革的政策

实施时间,Dgroup是以受所得税分享改革影响程度大小来划分“相对”实验组(取值为1)和“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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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税前所得税占比是从结构角度考察各地区在所得税分享改革中受冲击的效应,我们同时以税前各地区所得税增长

率为基准,从规模上考察了各地区在所得税分享改革中受到的财政压力的冲击,即是否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的地区在分税改革后

受到的财政压力更大。从规模效应上我们同样也能发现,由于对于所有地区中央政府分享了地方税收收入中的60%,导致税前所

得税增长率较低的地区,分税改革后税收增长损失率小;而税前所得税增长率较高的地区,分税改革后税收增长损失率大。后文

中我们也将以税前所得税收入增长率作为强度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所涉数据汇报占比篇幅较大,如有读者需要,可直接向

作者索取。
这里的灯光亮度为地区栅栏上的总灯光亮度。由于每个地区的面积总量为恒定值,因此面积变量会随控制地区固定效

应而“消失”,估计结果与使用单位面积灯光亮度是一致的。



对照组(取值为0)。这里分别采取两种划分标准:中位值及所得税占比原值。第一种方式下,设定

大于所得税占比中位值的样本为实验组,设定小于中位值标准的则为控制组;第二种方式下,采用

所得税占比原值与政策年份做强度DID交乘项,即在每一个分位上,大于该占比值的城市样本都

为该分位所属样本的相对实验组。x为控制变量集合。
为了尽量缩减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的计量偏误,并考虑到可能时间上渐序实施的灯光亮化工

程,模型都使用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① 此外,由于地级市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

受省级政府的影响,因此我们进一步控制了省与年份的趋势效应(θp·yeart)。

四、实证解读

(一)基础性回归

1.基本回归:不考虑财政转移支付因素

表2显示了不考虑财政转移支付因素时,基础回归的检验结果。其中,列2和列3显示的使用

所得税依赖程度中位值划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回归结果,列4和列5是使用所得税依赖程度(强度

指标)与改革时间交乘的回归结果。

  表2 基础回归结果

变量
灯光 人均GDP 灯光 人均GDP

中位值分组 中位值分组 强度指标 强度指标

分税改革时间
-0.576***

(-5.34)
-1.156***

(-15.72)
-0.942***

(-4.61)
-1.141***

(-9.37)

分税改革交乘项
0.485***

(2.65)
0.179
(1.38)

4.373***

(3.17)
0.662
(0.69)

常数
2.396***

(5.18)
0.296
(0.96)

2.446***

(5.09)
0.307
(0.99)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与省份交乘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值 0.6837 0.7281 0.6925 0.7299

F值
34.82***

(0.00)
52.36***

(0.00)
35.33***

(0.00)
52.06***

(0.00)

观测数 4154 4153 4093 4092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置信区间上显著。所有标准误均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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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划分是依据1998-2000年所得税占比的三年均值来产生的,它的互为因果关系较弱,因为很难推测

每年城市灯光亮度会逆向影响改革前地方所得税收入占比结构。而地方经济初始水平的影响可以通过固定效应做差分消除。当

然,后文也将使用控制上一年度GDP的做法来进一步消减双向因果效应。



结果显示,使用强度DID模型,财政压力每提高一个单位,改革后灯光亮度提高4.373个单

位;使用中位值进行组别划分,财政压力每提高一个单位,改革后灯光亮度提高0.485个单位。使

用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双重差分项为正但系数并不强显著,即省级层面其他宏观政策冲击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后的经济增长,同时也说明人均GDP和灯光所刻画的

经济发展水平确实存在一定差异。总的来说,财政压力显著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财政压力对经

济增长的激励效应得到验证。

2.基本回归:考虑财政转移支付因素

接下来,考虑财政转移支付对压力型财政激励的影响。参考贾晓俊和岳希明(2012)的研究,
我们将样本城市划归为两大类:第一类,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辽宁、福建、山东

九个省份,这些省份在改革前后没有(或很少)接收均衡性一般转移支付,为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净

流出地,赋值为1;其余的为第二类,即均衡性转移支付的相对净流入地,赋值为0。我们将转移支

付地区组别虚变量与分税改革交乘项做三重差分项,考察压力式财政激励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不同

转移支付类型地区的异质性效应(见表3)。

  表3 财政转移支付与压力型财政激励

变量
灯光 人均GDP 灯光 人均GDP

中位值分组 中位值分组 强度指标 强度指标

分税改革时间
-0.579***

(-8.75)
-1.145***

(-15.07)
-0.929***

(-10.47)
-1.148***

(-9.92)

分税改革交乘项
0.444***

(5.37)
0.302***

(2.91)
3.469***

(6.49)
1.159*

(1.67)

分税改革×
转移支付地区类型

0.124
(1.00)

-0.376
(-1.44)

2.336***

(3.82)
-1.283
(-1.01)

常数
2.402***

(11.26)
0.279
(0.92)

3.098***

(4.04)
0.304
(0.98)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与省份交乘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值 0.6838 0.6220 0.6937 0.7304

F值
244.27***

(0.00)
19.95***

(0.00)
252.01***

(0.00)
50.80***

(0.00)

观测数 4154 4153 4093 4092

从回归结果看,首先,所得税分享改革交乘项均正向显著,即所得收入分税带来的财政压力提

高了地区灯光亮度和人均GDP。然而,转移支付净流出地与分税改革的三重差分项在灯光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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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正向显著,即在财政压力下,转移支付净流出地相对于转移支付净流入地的经济增长效应更

强。结果表明,在接受财政转移支付较多的地区,由于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缓解了地方财力

约束,压力型财政激励效应并不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1.税收增长率匹配强度指标

以改革前所得税占比划分组别或者作为强度指标,是从结构方面刻画地市在分税改革中的税

收相对损失。这里,我们从规模角度切入,以改革前三年的所得税税收增长率为基准构造强度指

标并划分实验组别和对照组别,检验结论稳健性。① 从回归结果来看,从相对损失规模上刻画所得

税分享改革造成的财政压力,同样能够得到财政压力对经济增长正向影响的结论。无论是采用人

均GDP还是灯光亮度,分税改革交乘项都保持了正向显著。

2.财政压力的再提高

所得税分享改革存在两个显著的时间节点:2002年所得税收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五五分

成,2003年中央享有的所得税比例由50%上升到了60%。如果基础结论成立,当我们在基础模型

中再次加入2003年为改革时间基准的强度DID指标时,所得分税比例的再提高应该对灯光(或人

均GDP)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2002年分税改革交乘项的基础上,所有2003年分税改革交乘项在小于

1%的水平上同时显著,与预期吻合,财政压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得到验证。使用人均GDP
时,2003年分税改革交乘项显著为正,但2002年分税改革交乘项影响不显著,即对于人均GDP而

言,更高比例分税带来的财政压力的经济增长效应相对更显著。

3.控制城市初始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我们采用的是1998-2000年各城市所得税结构作为强度指标并进行了分组,我们担心

回归结果是否会受到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因此,模型进一步控制时间趋势效应并且控

制每个地区上一年度人均GDP。
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住时间趋势项和上年度的人均GDP的情况下,灯光模型中分税改交乘

项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② 所得税改革交乘项的系数与基础回归相比有所减小,说明初始经

济水平和时序惯性增长对结果的影响是存在的,但并不影响基本结论。

4.控制分权改革:省直管县和撤县并区

与所得税分享改革同步进行的其他分权改革措施还包括“省直管县”改革和“撤县设区”改革,
我们试图剥离其他分权改革政策可能带来的经济激励,因此模型进一步控制“撤县设区”和“省直

管县”改革。在此设置“省直管县”和“撤县设区”两个虚拟变量。设如果某市当年所辖县实施了

“省直管县”政策取值为1,否则赋值为0;以及将某市当年实施了“撤县设区”政策取值为1,否则赋

值为0。
回归结论显示:控制“省直管县”和“撤县设区”后,相对于基础回归结果,灯光模型中核心解释

变量系数变小,但在小于1%的水平上显著,基本结论并不受同期分权改革政策的影响。使用人均

GDP同样能够得到正向影响系数,但显著度降低,说明灯光与人均GDP在刻画经济发展水平上存

84

 Finance&TradeEconomics,Vol.38,No.4,2017

①
②

由于版面限制,稳健性检验的相关回归结果读者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
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时,由于控制上一年度GDP会存在很强的内生性,因此我们控制的是使用1997年人均GDP乘

以时间趋势值t。



在差异。

5.控制其他宏观发展战略和系数加权

第一,2003-2005年,国务院相继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给予东北地区和

中部地区九个省份以倾斜性政策。因此删除中部和东北地区九个省份的数据之后,使用剩余样本

再次进行回归。第二,通过观察数据增长趋势,我们发现,2005年以后第三产业增加值迅速上升且

数据波动异常,而同时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在2005年增长率为负。为控制基础回归的结果不受到

2005年之后不可观测因素的系统性干扰,将样本缩短至1997-2005年进行回归。第三,我们在

1997-2005年样本的基础上,对各指标使用重新分配权重的方法(Reweighting)缩减样本间初始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① 回归结论显示,删除中部和东北地区后的所得税改革交乘项系数明显变大,
但系数显著为正,结论稳健。缩短样本的时间段后,双重差分项和强度DID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结论稳健。系数再分配加权后回归结果同样支持基本结论。

(三)机制检验

1.产业发展选择

接下来,拟验证下面三条传导机制。第一,所得税分享改革后,受财政压力激励,营业税源重

点相关行业———房地产业得到了更快的发展;第二,所得税分享改革后,地方政府通过高价出让土

地,以土地财政等非税收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第三,控制土地财政收入规模不变,所得税改革通

过改变地方政府间竞争影响经济增长。②

表4检验了压力型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通过促进房地产发展和增加土地财政收入进而影响

地区经济增长的机制。我们检验了灯光亮度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使用中位值分组和使用强度DID
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房地产投资率使用房地产投资总额占GDP值衡量;投资多样性指标借鉴

赫芬达尔指数,使用房地产投资总额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平方项衡量(该值越大说明投资

多样性越低)。
回归显示,从传导机制的单变量分析,单一的投资结构和较高的土地财政收入对于经济增长

是不利的(土地财政收入的负向影响效应相对很小)。传导机制的三重交乘项基本显著为正,这说

明所得税分享改革后,财政压力越大的地区如果拥有更高的房地产投资率、更多的土地财政收入

和偏向于房地产行业的投资结构,则在所得税分享改革后地区灯光强度更亮(同样,财政压力下土

地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偏小的)。财政压力下,偏向于房地产投资或土地出让行为,其
带来的经济增长正向效应会抵消传导机制本身的负向效应。结论表明,所得税分享改革形成的财

政压力,会通过促使地方政府扶持房地产等地方高税行业的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但值得注

意的是,大量社会投资都向房地产行业集中,地方经济增长是以单一化的社会投资结构为代价的,
这很可能加剧宏观经济体系的脆弱和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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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年实验组群组(对照组)的人均GDP高于(低于)基年对照组,在对应的“箱”中降低(提高)权重比,使得实验组和对照

组尽量可比,并剔除不同“箱”中的样本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偏差。得到每一个箱的权重比后,我们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乘以加

权系数后再进行回归。参见Dinardo,Fortin和Lemieux(1996)。
经济竞争采用同一省内其他地市GDP加权增长率衡量,支出竞争是同一省内其他地市财政支出占比加权数,税收竞争

是同一省内其他地市税收收入占比加权数,加权系数均为两地市人均GDP差额绝对值的倒数。



  表4 传导机制检验一

指标
中位值 强度 中位值 强度 中位值 强度

房地产投资率 房地产投资率 投资多样性 投资多样性 土地财政收入 土地财政收入

传导指标
2.170
(1.53)

0.194
(0.11)

-2.357
(-1.48)

-3.797*

(-1.91)
-0.000*

(-1.95)
-0.000**

(-2.15)

税权改革交乘项
0.252
(1.38)

2.398
(1.58)

0.304*

(1.66)
2.805**

(2.01)
0.266***

(3.28)
2.708***

(5.02)

税权改革×改革

时间×传导机制

2.864*

(1.71)
24.501**

(2.34)
5.068**

(2.36)
36.607**

(2.60)
0.00001***

(3.45)
0.0001***

(3.49)

常数
2.488***

(5.54)
2.602***

(5.73)
4.057***

(8.80)
2.541***

(5.59)
1.799***

(6.12)
1.825***

(6.31)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值 0.6903 0.7000 0.6874 0.6990 0.6904 0.6993

时间与省份交乘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值
34.49***

(0.00)
34.93***

(0.00)
39.92***

(0.00)
34.81***

(0.00)
197.06***

(0.00)
202.61***

(0.00)

观测数 4143 4086 4143 4086 3408 3360

2.政府间竞争

对于压力型激励下的政府间竞争变化,传统财政集权理论认为,税收分成导致地方努力征税

的净收益下降,经济竞争可能会扩大真实财政赤字,①财政收入集权有利于降低地方政府过度竞

争和地区分割。中央政府上收流动性税基有利于资源在更加统一的市场内进行有效配置,提高

经济发展水平。而新财政集权理论认为,税收分成后,给定资本要素流动、垄断性土地收入和工

业发展的政治收益,收入集权压力下地方政府仍然会运用土地出让等非税收入资源来“援助”企
业、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这里主要验证财政压力的激励究竟是“增强”还是“削弱”了政府间

竞争。②

表5的机制检验中,我们在控制地方土地财政收入规模后,以灯光为被解释变量,加入政府竞

争指标与所得税分享改革的DID交乘项从而形成三重差分,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税权改革与政府间竞争三重差分项显著为负,说明财政压力下的政府间竞争

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中央政府上收流动性税基的税收征管权并提高税收分成比例,降低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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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税收竞争造成地方政府竞相降低实际税率、财政收入下降,支出竞争导致地方政府竞相提高支出水平,从而导致地方政

府真实财政赤字不断增加。
根据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对于每一个地级市而言,经济竞争指标是一省之内除该地级市之外其他地级市经济增长率的

加权平均值,税收竞争指标是一省之内除该地级市之外其他地级市实际宏观税率(税收收入/GDP)的加权平均值,支出竞争指标

是一省之内除该地级市之外其他地级市支出相对规模(财政支出/GDP)的加权平均值,加权系数均为该地市与省内其他地级市之

间人均GDP的倒数。



政府竞争的净收益,加大了支出竞争的财政风险,财政压力会约束地方政府减少支出竞争。但在

相同的土地收入规模下,税收竞争仍然能够帮助地方取得经济发展优势,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能够

通过其他财源取得展开竞争的资金,依然会继续有利于工业化及其关联产业的“蒂伯特竞争”。总

的来说,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支出竞争力度下降,而地方政府拥有足够的土地性财政收入后仍能

加强税收竞争程度,提高地方经济增长优势。

  表5 传导机制检验二

指标
中位值_

经济竞争

强度_

经济竞争

中位值_

税收竞争

强度_

税收竞争

中位值_

支出竞争

强度_

支出竞争

传导指标
0.007
(1.17)

0.061**

(2.01)
0.001
(1.35)

0.003
(1.10)

0.005
(0.98)

0.012
(1.09)

税权改革交乘项
0.496***

(2.69)
3.073**

(2.56)
0.496***

(2.68)
3.043**

(2.53)
0.321**

(2.00)
3.045**

(2.54)

税权改革×改革

时间×传导机制

-0.069***

(-3.07)
-0.509**

(-2.39)
-0.014**

(-1.97)
-0.033
(-1.42)

-0.036*

(-1.76)
-0.174
(-1.60)

常数
2.397***

(5.18)
1.764***

(2.63)
2.395***

(5.17)
1.819***

(2.76)
1.791***

(2.82)
1.806***

(2.73)

土地收入规模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与省份交乘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值 0.6839 0.6986 0.6839 0.6983 0.6893 0.6983

F值
32.99***

(0.00)
37.13***

(0.00)
33.16***

(0.00)
36.45***

(0.00)
36.00***

(0.00)
36.42***

(0.00)

观测数 4150 3358 4151 3358 3407 3359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基于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作为地方财政压力变化的外生冲击事件,构建了强度

DID计量模型,使用1997-2012年中国城市卫星夜间灯光数据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检验了地方财

政压力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在财政压力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偏

向发展地方高税行业、激励地方经济增长,但这也形成了地方偏向房地产行业的经济发展模式、降
低了经济发展的多样性。此外,财政压力会约束地方政府减少支出竞争。然而,地方政府会转向

使用土地出让收入等筹集资金,作为地区间税收竞争的基础,吸引流动性生产要素。
我们的研究表明,财政制度设计会深刻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决策。财政压力激励下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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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形成较为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增加宏观经济风险。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转向使用土地收

入等非税收入来源作为新一轮的税收竞争手段,依然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并有悖于生产

要素充分、自由流动的资源配置机制。因此,在政策建议上,我们认为:第一,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

地方政府的财权责任和事权责任,在税收制度设计上适当增加地方政府的自主决策权,有利于防

范地方政府过于依赖某类地方高税行业的发展模式,增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多样性;第二,规范政府

性基金收入管理,减少地方政府对于土地性财政收入的依赖,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陷入低效的政

府间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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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PressureandLocalEconomicGrowth
———AnExperimentfromChinaIncomeTaxSharingSystemReform

CHENSixia(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430073)

XUWenli(WuhanUniversity,430072)

ZHANGLingyi(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430073)

Abstract:Inthispaper,weconstructan“as-if”DIDmodelonthebasisofthe2002“IncomeTaxSharing
System”reformandevaluatethechangesinlocalfiscalpressurebasedonanexogenousshockthat
redefinethetaxsharingrulesbetweenthecentralgovernmentandlocalgovernments. Byusingthe
DMSP/OLSsatellitedataatthecity-level,weempiricallyexaminetheimpactoffiscalpressureonthe
economicgrowth. Wefindthatfiscalpressuresignificantlyincreasethesatellitelighting.Furthermore,

weobtainthefindingsasfollows.Firstly,thefiscalpressureeffectsarelessprofoundincitiesthat
receiveconsiderableintergovernmentaltransfersfromhighlevelsofgovernments.Secondly,thelocal

governmentsaremorelikelytohelpthegrowthofrealestateindustry,whichcanreciprocallybringthem
considerablesalestaxation. However,thishomogenizedgrowthpatternmightbedetrimentalforthe
economicdiversificationandfinallyenhancetheriskofeconomicalfluctuation.Finally,thefiscalpressure
createdbythereformrestrictstheextenttowhichjurisdictionscompetewitheachother.However,the
taxcompetitionstillexistsbecauselocalgovernmentsareabletolowerthetaxrateoncetheygainenough
revenuesfromland-sales. ThispaperprovidesanewexplanationforChinashigh-speedgrowthin
additiontoexpendituredecentralizationoradministrationdecentralization.Italsooffersextraevidencefor
exploringthegrowthincentivesoflocalgovernmentwithintheframeworkofChinasdecentralization.
Keywords:FiscalPressure,DMSP/OLSSatelliteData,IncomeTaxSharingReform,Difference-in-Differences
JEL:H00,H20,H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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